
 

 1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 

“碳达峰”目标的实现？ 

——基于 STIRPAT 和 Leslie 模型的实证研究 

程婉静
1,2
 莫东序

3
 李俊杰

4
 田亚峻

51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2.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4； 

3.上海财经大学 统计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4.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5.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101） 

【摘 要】：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 STIRPAT 模型和 Leslie 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

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

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

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 2025 年、2027 年、2031 年和 2027 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

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

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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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着力发展经济，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负外部性所带来

的社会成本开始凸显，环境和资源的制约使经济发展的脚步有所放缓。同时，在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不再仅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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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也开始反思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因此，自“十三五”以来，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经

济结构逐步优化。2015 年 11 月 30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提出中国将于 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

取尽早实现。2020 年 9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再次郑重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加剧了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忧虑，全球年平

均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再创新高，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做到经济社会发展不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真正将人类的当前利

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是目前政府和人民关注的焦点。同时，中国人口政策正值调整的窗口期，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

政策，相隔不到一年，2015 年就启动“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 5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21

年 8月 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为保证政策效果，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鼓励生育的

落地政策，使生育率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在人口生育政策频繁调整的情况下，2030 年前

中国碳排放达峰会如期而至吗？本文试图从人口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角度回答这一问题。 

1 文献综述 

研究影响碳排放的文献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最初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率、居

民消费水平以及技术进步等。苏泳娴等[1]基于 DMSP/OLS 夜间灯光影像对中国碳排放情况进行估算，并提出 GDP 增长是决定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谌莹和张捷[2]将 50 个国家近 30 年的数据进行分组，不断增加各种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放入模

型，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因素更加明显。除此之外，邱立新和徐海涛[3]提出能耗结构、经济规

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与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此外，人口因素也被认为是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Lantz&Feng[4]认为人口总量、技术变革与碳排放满足倒“U”型曲线关

系。李国志和李宗植[5]提出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双向性，人口增长一方面对资源产生了压力，另一方面

又会促进技术进步，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除了人口总量因素，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人口的

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比如，蒋耒文[6]认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仅将人口总量纳入碳排放模型中，这是不科学的，在人口对

碳排放影响研究中应重视人口结构因素的作用。彭希哲和朱勤[7]运用 STIRPAT模型，研究了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碳

排放的影响，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总量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但在该研究领域所得到的结论存在明显差异。比如，Dalton 等[8]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认为

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作用甚至会大于技术进步的影响。而杨金川
[9]
提出中国劳动人口和老

年人口的碳排放系数为正，即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Yu 等[10]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增长有正向影响，

通过灰色系统模型预测未来中国碳排放依旧有上升趋势。吴昊和车国庆[11]的研究则发现在全国层面，少儿人口比例与碳排放存

在负相关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分地区层面来看，东、中、西部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

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略有差异，东部地区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并未产生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作用，说明东部地区减排形势严峻，而西部

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显

著性则比西部低。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刘辉煌和李子豪[12]、李飞越[13]、Wang 等[14]均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呈现出非线性的

倒“U”型关系，原因可能在于老年人的低碳生活方式在起初会造成碳排放的减少，但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医疗、护理等

支出压力可能会使碳排放量增加。 

以往研究中大多以碳排放总量为研究对象，虽然这样充分考虑了人口总量的影响，但却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对人均碳排放量

的影响。Wang 等[14]就关注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增速快于碳排放总量的现象。当前，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频繁，生

育率出现阶段性波动，政策效果不明确，未来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更是存在变数，因此，我们在预测中国碳排放峰值时必须同时

考虑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口结构、人口总量的发展趋势。本文首先构建模型对中国人均碳排放进行分析，再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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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率多种假设情景下未来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趋势，从而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碳达峰”目标的

影响，为能源、环境、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模型方法和数据 

2.1 扩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 

IPAT 恒等式是研究经济、能源、环境和人口之间关系的重要方程，由Ehrlich&Holdren[15]提出。该方程将环境影响和人口规

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联系起来，如式（1）所示。 

 

式中：I表示环境负荷，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经济发展水平，T代表技术水平，反映能源利用效率，用能源强度或碳排放

强度等指标表示。 

该模型可扩展性很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影响因素进行分解，但缺陷是各影响因素的波动只能同比例传递给环境压力，与

现实情况不符。为了修正 IPAT 模型的不足，分析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York 等[16]在 IPAT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可拓展的随机

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 STIRPAT）模

型，如式（2）所示。 

 

式中：a、b、c、d为参数，e为误差项。该模型描述了环境、经济、能源和人口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做对数变换可得到

其线性形式，如式（3）所示： 

 

式中：系数 b、c、d 均表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即解释变量变动 1%，带动被解释变量变动的比率。为

了考虑人口特征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本文对STIRPAT 模型进行扩展，首先对等式两边分别进行单位化处理，然后引入人口年

龄结构变量，本文最终使用的扩展 STIRPAT 模型如式（4）所示： 

 

式中：POP 表示不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量；γ表示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对应的系数；PCEM 表示人均碳排放量；PGDP 表示人均

GDP 水平，反映经济发展水平；PEG 表示能源强度，反映能源技术水平；CC表示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反映能源消费结构；α

表示截距；β表示变量对应的系数；ε表示误差项。 

本文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五组，分别为0～14岁、15～29 岁、30～44岁、45～64 岁、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该人口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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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划分，除了按照国际标准划分的 0～14 岁少儿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外，15～64 岁劳动力内部结构划分为：15～29 岁

年轻劳动力，30～44岁壮年劳动力，45～64 岁年长劳动力。 

2.2 生育政策调整下的中国人口预测模型 

本文使用 Leslie 模型对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进行预测。我们首先做出如下假设：（1）假设没有重大的自然灾害，政府

的政策没有重大的变化以及医疗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即年龄别存活率保持不变。这一点假设基本符合事实，“二战”后人类死亡

率逐渐稳定，而且在未来 50年应该不会因为发生战争或医疗水平的重大进展而有大的改变。（2）所研究的人口没有太大的迁入

与迁出，且基本相等，即不考虑人口迁移。这一点也符合中国的基本情况，中国是管理移民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移民到国

外的人口相较总人口来说量级很小，每年基本维持在10万人以内。（3）中国人口数量主要取决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两个因素。（4）

短期内人口的生育率与死亡率的总体水平可以视为常数。但在预测的过程中会对生育率做不同的假定，设置多种情况。（5）新生

儿性别比例不变[17]。 

第 t年 k年龄的人活到第 t+1 年成为 k+1年龄的人口数量为： 

 

假设 100岁以上存活下来的人仍然属于 100 岁以上年龄，因此第 t+1 年 10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 

 

第 t年的婴儿成活人口数量为： 

 

式中：s00为婴儿的成活率，a为预期总和生育率，[i1,i2]为育龄区间。 

引入向量 X(t+1)=[x1(t),…,x100(t)]
T，令 Bk=s0s00abkck(t)，则由式（5)～(7）可得：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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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选择与来源 

本文的模型包括扩展 STIRPAT 模型和人口 Leslie 预测模型。在扩展 STIRPAT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解

释变量包括人均 GDP 水平（GDP/总人口），能源强度（能源消费总量/GDP），能源消费结构（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人口

年龄结构（0～14 岁、15～29 岁、30～44 岁、45～64 岁、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等。人口 Leslie 预测模型中用到的数据包括

生育率、死亡率、性别比等数据。以上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等，

以及基于原始数据的计算。样本区间是 1995—2018年，样本周期为年度数据。细分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是在中国人口普查和全

国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基础上的推算
[18]

。计算各能源碳排放所用的排放系数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IPCC)[19]。各类能源折算为标煤的系数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 实证和预测结果 

3.1 实证模型结果讨论 

基于以上扩展 STIRPAT 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人口年龄结构按照国际标准划分为 0～14 岁少儿人口、15～64 岁劳

动力人口以及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克服共线性问题，模型中选择两个代表人口结构的变量，设置模型为：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在保留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指标的基础性上，依

次将刻画不同年龄结构的变量引入扩展 STIRPAT 模型，得到如下三个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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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 15～64岁劳动力人口进一步细分为 15～29岁、30～44岁、45～64 岁劳动力，可以更为深入地探讨劳动力内部年龄

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15～29 岁代表年轻劳动力，30～44岁代表壮年劳动力，45～64岁代表年长劳动力。模型可以设置为： 

 

拟合上述五个模型，由于 45～64岁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变量并不显著，在实证模型中没有包含，同时也可避免多重共线性问

题的出现。本文以公式（13）为最终选择的实证模型。 

3.2 人口预测结果 

以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人口预测的原始数据，通过改变对社会总和生育率的设定进行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人

口总量的预测。情景分析法可以反映未来人口发展的可能轨迹，更有利于政策的选择和制定，情景设置越精细，预测结果就会越

准确。因此，本文参照文献对社会总和生育率按照高、中、低以及先低后高四种情景进行设定[20,21]，分别为： 

情景 1:TFR=1.5；情景 2:TFR=1.7；情景3:TFR=1.94；情景 4：总和生育率逐渐从 1.6 升高至 1.94。 

首先，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如果不改变生育政策，即不推行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的情况下，得到 2050年

前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内部的年龄结构。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会继续加速恶化。 

其次，在改变生育政策后，预计未来总和生育率会小幅上升，我们按照四种情况分别进行预测。在四种假设情境下，人口总

量的峰值出现在 2025 年、2027 年、2031年和 2027年（第四种情景是总和生育率逐渐从 1.6 升高至 1.94，人口总量峰值预测结

果为 2027 年，从 2028 年开始下降），分别为 14.144 亿、14.464 亿、14.904 亿和 14.303 亿。由于总和生育率总是低于世代交

替的 2.1水平，因此，人口总量会在 2025—2031 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 

总和生育率越高，到 2050 年，0～14岁少儿人口和15～44 岁劳动力人口比重越大，而 45～64岁劳动力人口和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重越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生育率变化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年龄段比重的差异，但各年龄段

比重趋势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差异，这从图 1可以看出。四种情景中，0～14岁少儿人口比重都会持续下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比重持续上升，只是下降和上升的速度不尽相同，但这些生育率水平都无法扭转长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发展趋势。 

4 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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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口变量与碳排放的关系和原因分析 

碳排放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特征紧密相连，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技术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结构也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影响未来人口总量而影响未来的能源需求总量和碳排放

路径。二是不同年龄段人口对产品消费的异质性使得全社会消费品结构随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由于产品能源含量的异

质性，使得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未来的人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人口会通过生产和消费环节直接影响碳排放。在生产环节，

劳动力人口参与生产活动直接产生碳排放，在消费环节，每个年龄段的人口都会通过消费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碳排放。 

首先，人均碳排放对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弹性系数为 1.01，即表示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长1%时，会使人均碳排放增

长 1.01%，对碳排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老年人口本身几乎不参与劳动就业，不会直接从生产端影响人均碳排放水平，但有研究

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总储蓄率下降，造成人均资本和消费增高，进而可以转化为更高的碳排放[22]。Menz&Welsch[23]利用 25 个

OECD 国家 1970—2000 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表明年轻人口和老年人比重的提高增加了二氧化

碳排放。尹向飞[24]基于湖南省 1985—2007 年的数据，利用 STIRPAT 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老龄化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 

 

图 1各生育率情景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趋势图 

其次，人均碳排放对 0～14 岁少儿人口比重的弹性系数仅为 0.21，说明少儿人口比重虽然对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

比较有限。少儿人口不会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从生产端直接产生碳排放。少儿人口本身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等非实

物消费方面，少儿人口对实物商品的消费规模显然小于其他年龄段人口的消费规模，因此使得少儿人口的增加对碳排放的促进

作用比较有限。 

然后，对于劳动力内部年龄结构来说，15～29 岁以及 30～44岁劳动力属于年轻和壮年劳动力，从生产的角度，这两个年龄

段的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量的 2/3,15～29 岁劳动力是第三产业的就业主力军，而 30～44 岁劳动力是第二产业的就业主力军，

这两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
[17]
。因此，15～44 岁劳动力人口整体而言对碳排放的累积影响非常显著，

当 15～44岁人口比重增长1%时，人均碳排放会增长 1.5%，超过了其他人口结构的影响程度。 

根据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家庭收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驼峰形态，这在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中都得到了验证。

美国数据显示无论是家庭可支配收入还是家庭消费支出都在 45～55 岁达到峰值[25]，意大利数据显示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都是在 45～50岁这一年龄阶段达到峰值
[26]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CHIP 数据，将所有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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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劳动收入和年龄分布绘制出总体的年龄—收入曲线，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个人劳动收入呈现出倒“U”型曲线特征，这一结

果契合生命周期假说的预期，其中可支配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峰值与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不同，都出现在 30 岁，如图 2 所示。

根据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CHIP 数据计算可知，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最高的是 30～44 岁劳动力，为 45493 元/年，然

后是 15～29 岁劳动力，为 43936 元/年，最低的是 45～64 岁劳动力，工资收入只有 28990 元/年。劳动收入多产生于生产劳动

过程，劳动收入相对较高的年龄段人口群体会在生产环节对碳排放带来促进作用。综上可知，在生产端，30～44 岁和 15～29 岁

劳动力比重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较大。 

人口获得收入的同时参与消费活动，又会通过消费支出促进碳排放。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CHIP 数据结果

中得到验证，消费支出水平与年龄分布曲线如图 3 所示。中国人口消费支出峰值出现在 33 岁，且在 29～44 岁之间消费水平较

高，随年龄呈现倒“U”型特征。由此可见，29～44岁劳动力人口不管是从工资性收入、可支配收入还是从消费支出，都处于较

高水平，从而对碳排放产生最大的促进作用。 

 

图 2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CHIP样本平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与年龄关系图 

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外，反映经济水平的人均 GDP、反映能源技术水平的能源强度，以及反映能源消费结构的煤炭消费比重等

因素都对人均碳排放量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 GDP 增长 1%，会使人均碳排放增长 0.97%；能源强度增长 1%，会使人均碳排放

增长 0.95%；煤炭消费比重增长1%，会使人均碳排放增长 0.86%。随着人均 GDP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会提高，对能源消耗

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带来人均碳排放的增加。能源技术水平提高，能源强度下降，会有效降低碳排放。中国能源结构决定了煤炭

是主要的能源消费种类，而煤炭相比其他能源种类来说，它的使用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因此煤炭消费比重的下降，也会有效抑制

碳排放，这也是中国推动能源革命、实现碳排放早日达峰承诺、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比重的原因所在。以上实证结

果的系数符号均符合经济意义。 

4.2 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与碳排放总量峰值的预测 

基于扩展 STIRPAT实证模型和人口 Leslie模型，预测在中国生育政策频繁调整的情况下，未来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

的变化趋势。模型中用到的中国 GDP 增速、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消费比重的预测数据来自其他研究成果[27]。由于除人口特征外的

变量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因此预测时不对其他变量做不同情景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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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CHIP样本的消费支出水平与年龄的关系图 

首先，我们得到在不同生育率情景下2025—2050 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变化曲线，如图 4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当生育率发生

变化，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也随之改变。若生育率维持在1.18 的水平时，即使经济水平持续增长，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能

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由于人口增长较慢，使得人均碳排放峰值最快出现在 2031 年，约为 9.5 吨/(人·年)，之后进入下降通

道；当生育率提高至 1.5 时，人均碳排放峰值出现在 2031 年或 2033 年，约为 9 吨/(人·年)；当生育率乐观估计提高至 1.94

时，0～14 岁少儿人口，以及 15～29 岁和 30～44 岁人口比重增长较快，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虽然仍持续增长，但是增长

速度趋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均碳排放峰值略晚出现在 2033年，达到 8.6 吨/(人·年)。若生育率逐渐提高，人

均碳排放峰值会出现在 2031—2033 年，峰值水平约为 8.7 吨/(人·年)。由此可见，根据对各变量的估计以及各生育率情景设

置的预测，人均碳排放峰值出现在 2030年左右的可能性较大，但生育政策的调整若能够有效提高了生育率，0～14岁人口和 15～

29 岁人口比重提高明显，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人均碳排放峰值推后 1～3年出现，生育率水平越高，人均碳排放峰值水

平越低。不同情景下的人均碳排放量变化趋势的差异是生育率不同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变化所带来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2026

年左右拐点出现的原因是本文人口预测是以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为基础，在改变生育率水平后，2026 年左右，0～14 岁和 29～

44 岁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中出现了拐点。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虽然已经处于缓慢下降的阶段，但峰值水平都较高。其中，美国在

2000 年达到人均碳排放峰值，高达 20.3 吨/(人·年)；加拿大在 2003 年达到人均碳排放峰值，为 17.2 吨/(人·年)。即使是

90%的电力产能依赖低碳排放技术的法国，其峰值水平虽然最低，但也达到了 9.24 吨/(人·年)。而中国在 2018 年人均碳排放

量为 7.24 吨/(人·年)，2019 年继续下降至 7.2 吨/(人·年)。因此，依据中国一定时期内仍以煤为主要品种的能源消费结构，

以及发展经济，提升国民经济水平，直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上涨趋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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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5—2050 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在不同生育率情景下的变化趋势 

然后，在人均碳排放峰值预测的基础上，结合人口总量预测结果，计算得到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如图 5所示。若生

育率维持在 1.18，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碳排放峰值依旧最快出现在 2030年，峰值水平约为

12370 百万吨，然后进入下降通道；当生育率提高至 1.5时，人口总量规模峰值出现在 2025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峰值出现在 2031

年，峰值水平约为12700百万吨；当生育率可以提高至 1.94 时，人口规模峰值出现在2031 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峰值出现在2033

年，峰值水平最高，为 12750 百万吨，这是由于在高生育率水平下，0～14 岁人口和 15～44 岁人口比重较大，人口总量规模也

更大，综合作用下，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水平最高。若生育率逐渐提高，人口规模峰值出现在 2027年左右，中国碳排放总量峰值

出现在 2031 年，峰值水平约为 12460 百万吨，仅略高于生育率维持在 1.18 时的情况。由此可见，生育政策改变若能够有效提

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中国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生育率水平越高，碳排放总量峰值越

高，因此近年来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若能有效提高生育率水平，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图 5 2025—2050 年中国碳排放总量在不同生育率情景下的变化趋势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扩展 STIRPAT理论模型和人口预测 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

调整对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

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按照影响大小排序，依次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1.01),15～29 岁劳动力人口比重（0.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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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岁劳动力人口比重（0.78),0～14 岁少儿人口比重（0.21）。在本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的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

年、2027年、2031 年和 2027 年。根据对各变量的估计以及不同生育率情景设置的预测，中国人均碳排放峰值出现在2030年左

右的可能性较大。但是，生育政策的调整若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会显著提高 0～14 岁人口和15～29 岁人口比重，而

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仍然会持续上升，但上升速度趋缓，综合作用下会使人均碳排放峰值略推后 1～3年出现，社会总和生育率

水平越高，人均碳排放峰值水平越低。生育政策改变若能够有效提高实际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使碳排放

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实际生育率水平越高，0～14 岁人口比重和 15～44 岁人口比重越大，人口总量规模也越大，综合作用下会

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水平最高。因此，近年来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若能带动生育率水平有效提升，可能会给实现“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因此，为了应对人口生育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确保实现“碳达峰”目标，中国必须在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推进节能减排、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加强碳捕获和存储技术，以及推行低碳生活方式等方面做好文

章，广泛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目前预测值基础上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和煤炭消费比重。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情况，

即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不达预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21》数据显示，中国 2020 年的人口出生率

只有 8.52‰，首次跌破 10‰，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仅为 1.45‰[28]，社会总和生育率下滑至 1.3，距离《“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

划》中提出的到 202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回升至 1.8左右的目标相差甚远。若实际的社会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中国碳排

放峰值在 2030年之前实现的可能性很大。已有学者证明除了人口规模外，人口年龄结构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

对碳排放总量进行估算时，若能够更准确地估计不同年龄段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总

量数据得到碳排放总量会更具科学性，这是未来研究中可以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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